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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布爾迪厄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概念，本文探討學術場域內外

的各種力量如何制約中國傳播期刊的知識生產。傳播期刊運作於單位

體制之內，其自主性空間受到內外力量的雙重擠壓。在場域外部，受

制於政治意識形態，期刊展開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期刊亦受制於經

濟考量，通過尋租活動建立補償網絡。在場域內部，期刊把關受到機

構利益及社會關係的影響，導向特殊主義的實踐。概言之，期刊場域

的低度自主，體現出依附性知識生產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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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upon Bourdieu’s theoretical concept of a “restricted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constraint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a’s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operate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danwei system. The autonomy of the publishing field is undermined 

both by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journals are 

vulnerabl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eoretical propaganda and self-

censorship in the editorial room ensu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whil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establish a “web of subsidies” for underfunded journ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nwei affiliation and the monopolization of editorial power create 

various opportunities for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guanxi and lead to a multi-layer 

particularism. This state of field autonomy manifests the logic of dependency, in 

which the state plays a vit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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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學術期刊在科學傳播中佔據核心位置。作為科學共同體內部制度

化的把關者，學術出版「先是評鑑知識，繼而再將知識傳佈出去」

(Crane, 1972: 117)。西諺云「不發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學術

出版不僅關係到學者的學術生命，更在科學共同體內承擔兩個核心的

功能。第一，作為質量控制機制，確保符合學術標準的產品進入公共

領域流通；第二，作為學術交流渠道，經由評審互動、書評、專題論

壇等形式，維繫共同體的有機連帶關係。

中國大陸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處於單位體制之下，形成一套獨特

的制度與運行規則，在進入門檻、經費來源、編輯構成與評審模式等

方面都迥異於港台乃至西方以同行評審為核心的學術出版體制。此

外，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學術界廣泛推行自上而下的量化評鑑體

制，期刊級別與論文數量變成評價研究表現的最重要的指標。這一結

構性的轉型過程，將學術期刊推到科學場域的核心位置。同時，也導

致期刊場域在單位體制之下進一步分化，並對知識生產的外部環境與

內部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透過學術期刊這扇窗口，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社會科學場域

的運行邏輯。同時，從學術體制的角度，檢視知識生產的制度框架，

也能夠增進對於當下中國傳播研究知識處境的理解。從布爾迪厄的場

域理論及他對於科學場域自主性的討論出發，通過對數種傳播期刊的

經驗性觀察，本研究意在探討學術場域內外的各種力量如何與出版體

制互動，影響知識生產的自主性與學術知識的有效性。本文關注的研

究問題包括：傳播期刊如何嵌入國家、學術市場與單位體制之中並形

成特定的內部結構與制度特徵？政治與意識形態、市場、機構利益、

關係網絡等因素如何進入把關過程並削弱學術自主性？學術期刊的專

業實踐在何種程度上再生產學術場域內的支配結構？

本文的主體涵蓋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如何將布爾迪厄的有限

文化生產場域概念應用於中國學術期刊的分析。第二部分介紹研究方

法與經驗數據。第三部分討論學術期刊的單位制，特別是刊號對期刊

場域的影響、單位制度下學術期刊的核心體制特徵，兼及學術尋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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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單位制轉型的關係。第四部分探討自上而下的量化評鑑體制如何

導致學術期刊場域的分化，並影響期刊的把關實踐。第五部分討論國

家權力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期刊內容的影響，主要圍繞期刊編審

過程中的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實踐，檢討學術期刊的場域外部自主

性。第六部分描述與分析由圍繞主辦單位產生的社會網絡孕育出來的

特殊主義實踐，檢討學術期刊的場域內部自主性。結論與討論一節，

以「依附性的知識生產」總括本文的研究發現，並從國際化、匿名評審

的採納等角度討論期刊制度的變革契機。

期刊場域與學術自主

學術出版區分於商業出版之處在於，原料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最終

產品的消費者。這一關鍵特徵，使得學術出版成為布爾迪厄所說的「為

生產者的生產」(production for producers)， 即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域

(Bourdieu, 1985)。與面向一般消費者的大規模文化生產不同，有限文

化生產場域是指：

一個專為文化生產者所構成的公眾生產文化產品（以及用於欣賞這

些產品的工具）的系統……有限文化生產場域傾向於發展出自己的

產品評判標準，進而獲致由同儕賦予的真正的文化認可，而這些

同行則既是專享的主顧，又是同場競技者 (Bourdieu, 1985: 17)。

布爾迪厄 (1993: 115)認為，有限文化生產場域的自主性取決於它

能否在文化生產與評鑑中發展出獨有的評判標準。這種獨特的評判標

準意味着將所有場域外部的力量轉譯為──而不是簡單化約為──場

域內部的運行法則，並轉換成生產者在場域內圍繞文化正當性的競

爭。在布爾迪厄的論述中，對於有限文化生產場域自主性的威脅，主

要來自政治、經濟與社會場域。具體到科學場域，其自主性端賴於它

與主導的政治及經濟權力結構以及各類社會需求 (social demands)的分

離，而自主性的高低則體現在自治 (self-regulation)的程度，即能否「發

展出自己的必然性 (necessity)、 自己的邏輯、 自己的法則 (nomos) 

(Bourdieu, 2004: 47)。對於學術場域而言，這些邏輯與法則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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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產品的質量應該由合乎資格的同儕按照共同接受的標準來評判，

場域內的競爭圍繞着學術聲譽展開，而學術聲譽則源於共同體內的同

行認可。

布爾迪厄對於有限文化生產場域的界定及對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

論，建立在其場域理論之上。這一理論視角既關注場域內部行動者的

策略與慣習，也關注場域自身的結構及其在更為廣闊的權力場域中佔

據的位置。他認為，任何場域都具有相對自主性。但是，在對科學場

域的討論中，布爾迪厄強調自主性並非既定事實，而是一個歷史性的

爭取過程，且需要堅持不懈地維繫捍衛 (Bourdieu, 2004: 47)。圍繞自主

性的爭奪，展現了場域與外部世界（政治、經濟與社會場域）互動的邏

輯。場域的自主性程度越高，它就越能夠貫徹或強加自身的邏輯。反

之，場域越缺乏自主性，場域內的行動者越有可能在科學鬥爭中引入

非科學的力量 (Bourdieu, 2004)。

因此，自主性並非天然地構成場域的主導邏輯。對於中國社會科

學而言，這種獨立性或自主性就並非不言自明的存在。鄧正來較早借

助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2000年出版的《關

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一書中，他強調，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牽涉

到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之間的關係，而自主性的匱乏則緣於其他

場域對於社會科學場域的支配。這一支配以各種學術制度為中介，同

時依靠場域中的行動者與學術制度之間的「契合」關係支撐。在此基礎

上，鄧正來 (2004a)著文批判中國知識界的兩種「契合」關係，一是知識

人對經濟、社會、政治等外部場域的契合，二是知識人與各種「操縱」

學術制度安排的腐敗實踐之間的「契合」。此外，鄧正來 (2004b)亦呼籲

學界展開對知識生產機器（涵蓋職稱評審、學術評鑑、學術出版、社科

基金等）的反思與批判，希望藉此理解「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劃」時代，

揭示「集體性」、「宰制性」的知識生產活動中的各種權力關係。

在某種程度上，本研究可視為對這些呼籲的回應。在科學場域

中，學術期刊扮演重要角色，它既是最為重要的質量控制機制，也被

視為學術共同體的公共論壇。在美國以及歐洲學術界，以共同體成員

為主體的「同行評審」(peer review)被視為貫徹「自治」原則的核心制度。

朱克曼與默頓 (Zuckerman and Merton, 1971: 98)指出，同行評審由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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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學會的出版制度演化而來，它「保證了載入科學檔案的知識的可靠

性」。楚賓與海克特 (Chubin and Hackett, 1990: 1)也強調：「好的科學建

基於一個自我監管的專業社群，而同行評審正是科學中實施自我監管

的機制。」

不過，無論是出版市場的宏觀結構，中觀的組織環境，還是微觀

的評審方式，中國學術期刊與美國、歐洲的模式（乃至香港、台灣參照

它們建立的學術出版制度）都有所不同。場域的結構差異，使得我們既

要關注期刊場域相對於外部政經力量之獨立性，更要關注場域內部的

行動者、機構以及知識生產組織方式對學術自主性的影響。這是因為︐

學術場域內的實踐者不僅對場域外部力量作出回應，更「有能力將符號

暴力及對方法和資源的壟斷強加於共同體之上，而這無疑會阻滯而不

是解放知識的探究」(Swartz, 1997: 258)。

對於期刊體制及傳播領域知識生產的既有討論，也顯示出同時關

注場域外部與場域內部力量對自主性之影響的必要性。許紀霖 (2005a)

在一篇評論中，將人文社科期刊的特徵概括為「單位化、行政化、非專

業化」，其中便涉及到學術場域內部對於自主性的腐蝕性力量，例如期

刊主辦單位的發表需求導致的期刊「自我服務」傾向。在對傳播領域期

刊的分析中，杜駿飛 (2008: 30)依據文獻計量學指標判定傳播期刊在人

文社科領域中處於低端，並指出期刊運作存在諸多問題，包括編校與

發表體例不規範、期刊定位模糊（業界與學界期刊混雜、理論與實務兼

顧）、學術腐敗（人情稿、有償用稿）層出、專家審稿制度無法落實等

等，而這「一系列弊端首尾呼應，已形成制度性、系統性缺陷」。

從傳播期刊延伸到傳播領域的自主性，吳飛 (2009a)認為，對學術

研究形成制約的力量既來自政治和經濟權力的規訓與誘惑，也來自場域

內部日益嚴重的官僚做派以及位置、權力與資源之爭。在這些力量的擠

壓之下，部分研究者臣服於權力或金錢，淪為被動的政策解讀者或者為

業界出謀劃策的謀士。潘忠黨 (2008: 32)亦批評中國傳播學界無力探討

「真問題」，而是「要麼伸手向上（即政治權力科層體系的核心）或向業界

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本文沿襲這些批評或討論的基本路徑，

但更多從場域這一「啓發性概念」出發，將經驗分析落實於期刊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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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透過分析學術期刊場域的結構、場域內外各種力量對期刊實踐的

影響，來探究期刊制度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

研究方法

本文的經驗分析建立在對傳播領域期刊的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之

上。研究者選取了六種傳播期刊，首先對其中一家進行了歷時一個月

的田野觀察，之後對樣本期刊的16位編輯進行了深度訪談。此外，為

了考察期刊出版流程的結果及期刊主辦單位對所屬期刊的影響，研究

者還對兩種期刊進行了一項小規模的文獻計量學分析，本文中使用的

數據是對刊物作者分佈的描述。

期刊樣本

本研究聚焦於新聞傳播領域的六種期刊，力求在討論廣度與分析

深度方面達致平衡。所有樣本期刊均被CSSCI收錄，代表了中國大陸

傳播期刊的較好水平。同時，如下文所述，CSSCI期刊在學術評鑑當

中佔據優勢地位，對這些期刊的探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學術評鑑體

制對期刊運作的影響。在主辦單位方面，其中四種由新聞院系或研究

機構主辦，另外兩種由省級新聞媒體主辦，涵蓋學院派期刊與業界期

刊這兩種基本的類型。此外，在刊期（包括兩家月刊、三家雙月刊、一

家季刊）等方面樣本也盡量保持多元。因此，對於樣本期刊的描述分

析，不僅能夠大體反映新聞傳播領域的期刊實踐，對分析其他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亦有參考意義。

田野調查

2008年5月至6月，研究者對其中一家由省級媒體主辦的期刊進行

了歷時一個月的田野觀察。之所以選擇這家業界期刊，除了能夠獲得

進入許可之外，亦考慮到期刊的組織特徵。與學院派期刊多由學者擔

任兼職編輯不同，業界期刊一般延聘專職編輯並設有實體的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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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實地調查提供了具體的地點。當時該刊擁有四位全職編輯，包括

一位主編、一位編輯部主任、兩位普通編輯，此外還聘有若干負責發

行或財務的行政人員。

在調查之初，研究者即向該刊所有編輯與行政人員表明身份。研

究者採取非參與式的觀察方式，瞭解編輯流程，閱讀編輯意見等檔案

材料，針對特定編輯決策與編輯進行非正式的交談，並在田野後期進

行正式的訪談。研究者在工作日均會出現在編輯部，並在田野筆記中

記下當天的觀察、非正式的談話與收集到的編輯材料。田野觀察涵蓋

編輯流程的方方面面，包括編輯的職業與專業特徵、編輯的角色扮演

與衝突、編輯部內的工作常規，稿件初審、二審、終審及編校過程，

稿件評審方式及其標準，編輯與作者之間的聯繫，學術把關過程的內

在機制。同時，研究者也將觀察觸角延伸到編輯部之外，試圖將期刊

放到其外部環境或「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中理解，着重考察期

刊的辦刊經費來源與替代性的財政支持手段，期刊與主辦單位、國家

主管部門的關係，期刊之間的稿源與發行競爭，以及學術期刊與傳播

學界的聯繫等。對該刊的田野調查使研究者形成對於傳播期刊運作的

初步理解，並為之後的深度訪談奠定基礎。

期刊編輯深度訪談

在田野調查後期及調查結束之後，研究者對六家傳播期刊的16位

編輯進行了深度訪談。受訪編輯分屬於不同類型的傳播期刊，其中11

位來自學院派期刊，五位來自業界期刊；來自業界期刊的編輯均為全

職編輯，而學院派期刊編輯均為學者兼職。在編輯職位方面，其中10

位為普通編輯，另外六位為編輯主管（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主編）。

在教育背景方面，九位受訪者擁有博士學位，他們均都來自學院派期

刊。業界期刊編輯的來源多為資深新聞從業者，因此教育水平略低，

大多數也不從事新聞傳播的教研工作。

訪談採取半結構化的方式，歷時最短為30分鐘，最長為180分

鐘，平均時長為86分鐘。所有的訪談均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並在受

訪者同意前提下錄音。在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研究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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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針對期刊編輯的訪談提綱。一方面，訪談大綱確保所有訪談涵蓋基

本的問題，不同訪談對象之間的回應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具體的

訪談提綱因應期刊類型（業界還是學院派）、編輯流程特性（例如是否採

納匿名評審）及編輯的身份（主編或普通編輯）而做具體調整。在最寬

泛的層面上，訪談大綱涵蓋如下方面：個人背景與編輯角色、對學術

環境與學術期刊市場的總體評價、所在期刊的基本狀況以及它與主辦

單位的關係、編輯主導的評審模式的實際運作、匿名評審實踐、編輯

與作者之間的聯繫以及關係網絡對編輯過程的影響等。 

對作者機構附屬的分析

本文選取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際新聞界》與復旦大學主辦的《新

聞大學》作為分析作者機構來源的期刊樣本。這兩種刊物均為CSSCI期

刊，且由國內最具聲譽的兩家新聞學院主辦，兩者之間具有很強的可

比性。研究者在兩刊中隨機抽取了407篇文章（《新聞大學》227篇，《國

際新聞界》180篇）。樣本的抽取方式如下：《新聞大學》是一份季刊，

在1998至2007年的10年間，在每年的四期刊物中隨機抽取一期用於分

析；《國際新聞界》在2006年縮短刊期，由雙月刊變成月刊。因此，在

1998年至2005年間，在每年的六期刊物中隨機抽取一期用於分析。在

2006至2007年間，在每年的12期刊物中隨機抽取兩期用於分析。出現

在期刊樣本中的所有論文都被納入分析。由於超過80%的論文是獨

著，本研究僅分析了論文第一作者的機構附屬信息。

單位體制下的學術期刊

中國大陸的學術出版在制度與實踐層次都受制於國家權威的控

制，這種控制主要是通過期刊嵌入其中的單位體制來實現。官方採取

行政審批制度來管理新聞出版活動，學術出版也概莫能外。根據《出版

管理條例》（2001年生效）與《期刊出版管理規定》（2005年生效），任何

機構想要創辦學術刊物，都須要向新聞出版總署提交申請並獲得刊

號。能否獲得刊號，不僅取決於申請者是否滿足相應的條件，還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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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否「符合國家對期刊及期刊出版單位總量、結構、佈局的總體規

劃」。鑒於中國現有人文社科期刊2,700餘種，出版管理部門採取「總量

控制」的原則，在現有的格局之下，基本不予批覆新的刊號（葉繼元，

2008）。刊號因此成為學術出版市場上最為稀缺的資源，無論對於掌握

刊號者還是試圖入場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要想創立學術期刊，必須在期刊之上設立合乎條件的「主辦

單位」與「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期刊的設立與正常運轉，主管單位

則是主辦單位的上級領導部門，學術出版由此深深地嵌入到單位體制

之中。眾所周知，單位是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並不單純指向工

作場所，更是社會組織形式與政治控制工具（Walder, 1986；李漢林︐

2004）。在學術出版領域，國家對於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的資質及它們

與出版單位的關係都作出了清晰的限定。同時，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

對期刊的人事、財政及出版內容都負有責任。其結果是，主管單位與

主辦單位凌駕於期刊之上，構成了存在內部等級秩序的「組織控制」鏈

條。它們也由此成為期刊與國家之間的「中介」，並將國家權力錨定於

學術出版場域之中。

在單位體制之下運作的期刊，具有如下核心的特徵。第一，在財

政上，學術期刊高度依賴主辦單位，很多期刊的辦刊經費來自主辦單

位的全額撥款資助，這種單一的財政來源為種種尋租行為埋下伏筆。

第二，期刊編輯人員來自主辦單位內部。以新聞傳播領域為例，如果

期刊主辦單位是大學院系或研究機構，則編輯部成員多為期刊所在機

構的教研人員。如果期刊主辦單位是媒體機構，則編輯部成員多為所

屬媒體內資深的新聞從業者。第三，絕大多數期刊採納編輯主導的論

文評審體制，學術共同體成員很少有機會介入到期刊把關過程當中。

期刊創立的審批制與期刊運作的單位制，對於學術出版場域的結

構、期刊機構與外部學術環境的關係，以及學術期刊的把關實踐，都

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結構性影響。首先，審批體制與國家對於期刊市

場的總體控制，劃出合法期刊的邊界，將出版社、專業學會以及晚近

成立的學術機構等可能的辦刊主體排除在外，導致學術期刊市場的封

閉性和壟斷性，也催生出「學術集刊」（以書代刊）等替代性的出版形式。

其次，學術期刊圍繞科研或社會機構，而不是學科或研究領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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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辦單位的性質往往決定了期刊的編輯政策或取向。在人文社科

內領域的期刊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由高等院校或社科院主辦的綜合性

刊物（朱劍，2007；葉繼元，2008）。這並不是學科分化的結果，而是

期刊格局「行政化」的產物。在新聞傳播領域，則存在着「學院派期刊」

與「業界期刊」之分（李良榮，2003；陳韜文，2008；吳飛，2009b）。

兩類期刊在服務社群、辦刊方針、編輯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以

致在對於何為「研究」、何為「論文」的問題上存在基本的分歧。但在學

術評鑑當中，它們刊載的文章又被同等看待，實質上在學術體制層

面，「擾亂了學術界的認同標準，其指向性謬誤影響甚為深遠」（陳韜

文，2008: 5）。

最後，刊號的稀缺性，以及期刊與主辦單位之間在人事、財政與

編輯活動等方面的緊密聯繫，一方面使得刊物主辦單位變成學術場域

內的「特權機構」，不願意將壟斷資源向學術共同體開放。另一方面，

刊物被當成主辦單位的附屬品，而不是學術共同體的公共論壇，由此

強化了學術場域的內部割據與「山頭主義」。主辦單位的利益訴求，也

折射到整個學術出版過程當中。某些學術期刊甚至變成主辦單位「創

收」的工具，由此引發利用稀缺的版面空間尋租的種種實踐，包括出版

增刊、收取「版面費」、尋求理事單位合作或合辦刊物，以致最為極端

的論文交易等。

經濟場域對學術期刊的侵蝕，在很大程度上緣於期刊單一的財政

來源及單位體制的轉型。單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基本功能體，在向

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儘管單位社會並未完全解體，但以往「父權」

式的控制或管理方式漸漸式微。在學術期刊場域，期刊的主辦單位

──特別是各種社會團體或媒介機構──面臨種種挑戰，逐漸將作為

「附屬品」的學術期刊視為財政上的「包袱」。主辦單位不願意再以全額

財政補貼的形式資助學術期刊的出版，迫使期刊尋求撥款之外的其他

渠道，建立「補償網絡」(web of subsidies) (Pan, 2000)。與單位制式微相

並行的，則是量化評鑑體制在學術界的興起，後者為期刊尋租創造了

需求與空間。換言之，學術場域中的行動者（特別是資淺學者與研究

生）對期刊尋租的契合，折射了量化評鑑帶來的壓力與相應的生存策略

（李紅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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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評鑑與場域分化

依附於單位體制建立起來的學術期刊場域，在學術場域廣泛推行

量化評鑑的過程中進一步分化。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知

識生產經歷「再度國家化」過程（許紀霖，2005b）。在「科教興國」的旗

幟之下，人文社會科學被納入到「國家目標」與「軟實力」的建設當中。

隨着一系列自上而下推行的國家工程（例如985工程、211工程）、人文

社科領域的重點基地建設與國家社科基金的擴張，國家對於大學以及

社會科學的投入都大大加強。國家意志向學術研究的滲透，除了傳統

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威壓之外，更多依賴非政治化的「資源」誘惑來實

現 (Sleeboom-Faulkner, 2007)。與此同時，為了在國家規劃、機構與個

體競爭等諸多層面配置資源，以在被認可的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作

為標尺的量化評鑑體制也全面推行開來。

具體而言，教育主管部門與各級、各類研究機構逐漸依賴某些量

化的期刊指標來評價個體研究者、碩士博士點、研究基地以致大學的

學術表現。這些索引或指標將學術期刊分為不同層級。在量化評鑑系

統之內，一篇研究文章的「分量」並非取決於其質量與學術貢獻，而是

取決於刊載文章的期刊的級別。此外，研究者的總體學術表現端賴於

他或她在被認可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量化評鑑的實質，歸根到

底即以數量化為導向、以「以刊評文」為基本模式（楊玉聖，2006）。

對個體的考核構成所有學術評鑑的基礎，這種考核主要在兩種情

況下展開，一是職稱評定，二是通過「年度考核」等方式進行的「崗位

津貼」的分配。此外，為了激勵學者提高生產力，近年來，很多高校

對於發表在頂尖期刊（比如SSCI期刊或中文權威期刊）上的文章還會

給予額外的獎勵。如表一所示，對於單篇論文的獎勵可以高達數千乃

至數萬元。通過各種考核，研究者變成集體化知識生產機器上的「計

件工」（龔刃韌，2005）。而這些獎勵標準，也清晰地折射出期刊內部

的等級次序。



中國傳播期刊知識生產的依附性

93

表一：國內985、211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校級獎勵標准

論文發表刊物類別 獎勵金額（人民幣）

985院校（浙江大學） 211院校（南京師範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 5,000 10,000

SSCI（研究論文及述評文章） 5,000 7,000

A & HCI（研究論文及述評文章） 5,000 7,000

SSCI（書評） 2,000 未列明

A & HCI（書評） 2,000 未列明

《新華文摘》全文收錄 2,000 未列明

中文一級（權威）期刊 1,500 4,000

CPCI-SSH收錄期刊 1,000 未列明

《光明日報》及《人民日報》（理論版） 1,000 未列明

二級（學科權威）期刊及一般英文期刊 不獎勵 1,000

在學術評鑑中最頻繁使用的標尺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CSSCI以SSCI為模板，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

心 (CSSREC)創制。在1998年推出第一版後，每隔一至兩年更新一

次。在最新發佈的2012–2013版本中，CSSCI依據文獻計量指標收錄了

535種刊物。在CSSCI創制與運用等方面，可以清晰看到國家意志的影

響所在。通過在各種國家主導的項目與國家資助的課題評審中運用

CSSCI作為標尺，教育主管部門賦予CSSCI以凌駕於其他期刊指標（例

如北圖版核心期刊）之上的特權地位，並將之自上而下地貫徹到機構與

個體層面。很多院校依據CSSCI，編制本校認可的期刊名錄，並以此

作為評價學術表現的指標，其原因正是：

教育部已將CSSCI收錄的論文數和論文被引次數，越來越多地用

以評價學校文科整體學術水平、評價人才、機構和成果以及文科

重點研究基地科研實力的重要依據……另在統計「211工程」建設

成效、申報各級重點學科、博士點時，文科統計的是CSSCI的數

量。上述所有統計口徑，均棄用北圖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

覽》。（暨南大學，2006）

陳光興、錢永祥 (2004: 204) 曾在比較 SSCI、CSSCI 與台灣的

TSSCI 三種索引後指出，「C/SSCI 跟台灣版 T/SSCI 一模一樣，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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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的標尺，不同之處僅在於CSSCI收羅

較廣，維持住了資料庫的基本形象。」

為了更精確地實施評價與獎懲，評鑑者進一步將被認可的期刊劃

分為幾個等級，這種等級主要體現在刊物所載論文在升等或考核中的

「分量」（分值）以及金錢獎勵的「額度」（參見表一）。儘管各個學校的期

刊標準存在內部差異，但大體上，它們將期刊劃分為三個層級。第一

層包括SSCI、A & HCI期刊及極少數頂尖中文刊物（如《中國社會科

學》）。之所以將SSCI期刊放到期刊等級體系的頂端，如一所211院校

主事者所論，是因為「教育部已將人文社會學科成果評價體系前移，被

SSCI、A & HCI收錄論文的多少，已成為衡量高校文科科研水平高低

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顯示一所高校國際化及與國際接軌程度

的重要標誌」（暨南大學，2006）。SSCI期刊的尊崇地位，折射出中國

高校試圖獲得國際認可的熱望，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下的學術生

產的具體表現，也與台灣、香港及其他東亞國家與地區的學術評鑑產

生遙相呼應之處（陳光興、錢永祥，2004；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

第二層級的期刊包括特定學科內的權威期刊或「一級期刊」，它們

被視為頂尖的中文期刊，在職稱評審或其他評鑑中佔有較高地位。每

個一級學科一般擁有一種權威期刊，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所主

辦，例如傳播學科的《新聞與傳播研究》。而一級期刊在出版界原指由

各個學科一級學會或相當於一級學會的單位主辦的刊物（鄧燕、李宗

確 , 2001），不過具體涵蓋對象並不明確，其入選標準往往綜合考慮文

獻計量學指標、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楊玉聖，2004）以及地方學術行

政因素（例如不同二級學科的平衡、將本校主辦刊物列入較高級別

等）。第三層級則包括CSSCI期刊（新聞傳播類15種），或被少數學校

採納的北圖版核心期刊（收錄期刊數量較多）。

量化學術評鑑的最大問題在於，以外在指標（期刊級別、論文數

量）取代了由同儕進行的對於學術品質的實質性判斷，令共同體內的認

可與聲譽，讓位於學術行政的邏輯（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就期

刊場域而言，量化評鑑對於期刊等級的劃分，導致半封閉的學術期刊

市場進一步分化，並在期刊結構、期刊與學術界關係以及學術把關實

踐等方面帶來一系列後果。首先，期刊場域呈現凝固化的「中心─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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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邊緣」結構，這一分化過程並不是圍繞學術聲譽展開，甚至也不完

全取決於文獻計量學指標，而是建立在學術行政的邏輯之上。處在中

心的即在上述等級體系中佔有優勢地位的期刊，而處在邊緣地位的，

除了普通中文期刊之外，還包括未被SSCI收錄的英文或其他外文期

刊、未被納入合法期刊範疇的「學術集刊」以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出版的

華文期刊，其中不乏聲譽卓著者。表一所展現的在非SSCI英文期刊或

中文期刊發表研究論文還不如在SSCI期刊發表書評的邏輯，正折射出

這種機械劃分期刊等級的做法中蘊含的荒謬之處。

其次，學術期刊的等級化對研究者的學術活動產生強烈的「槓桿」

作用，刊物級別成為研究者投稿時的最重要考量之一。在某些重點院

校，只有在CSSCI收錄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才被視為學術成果。一位

在211院校任教的副教授即指出，「（在非核心期刊上發論文）相當於沒

發……評職稱是沒有用處的，（金錢）獎勵，各方面都沒有用處！」（2

號受訪學者）。此外，量化評鑑過分強化期刊的「發表渠道」功能，但與

此同時却弱化了期刊作為共同體學術交流的公共論壇之角色。在功利

性的學術評鑑體制下，無論是作者還是期刊都沒有動力發表書評等「無

用」的文章。鄧正來 (2005: 10)就此批評道，學術期刊「未能很好地發揮

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

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

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統計指

標』的一個必需途徑。」

再次，期刊等級劃分強化了由刊號制形成的刊物壟斷地位，從學

術刊物的角度，關乎生存的目標之一，即是要在期刊等級中向上流

動。一位期刊主編指出，所在刊物被CSSCI收錄之後，稿件結構發生

了很大變化，副教授和教授來稿明顯高於未被收錄以前（4號受訪編

輯）。一些期刊為了進入CSSCI目錄，甚至運用各種「策略」來提高被引

用量，這些策略包括：期刊自引、期刊之間的互惠引用與協議引用、

高校學者引用所屬學校的學報等（蘇新寧、鄒志仁，2008）。 

最後，量化評鑑的內在邏輯不可避免地導向對於學術生產力的追

逐，由此導致大量的學術泡沫。近年來，很多期刊不得不縮短出版周

期或擴張每期的容量，來應對巨大的稿源壓力。在傳播領域，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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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或核心期刊在過去五年內增加刊期，其中三家（《國際新聞界》、

《現代傳播》、《新聞界》）從雙月刊改為月刊，一家（《新聞與傳播研究》）

由季刊改為雙月刊。除了擴版，另外一種應對稿源壓力的策略是縮减

論文的篇幅。《國際新聞界》在2006年改版之際，同時要求「論文字符

最多不得超過6,000，超長者不予處理。」 儘管其他期刊未對論文的長

度作出書面規定，但對稿件字數的限制往往是期刊運作的「潛規則」。

其結果是，發表在人文社科期刊上的論文篇幅平均僅為三頁（葉繼元，

2005）。通過縮短刊期、擴版及壓縮篇幅等種種策略，期刊刊登的論文

數量大幅增加。以新聞傳播領域的CSSCI或核心期刊為例，在過去10

年內，多家期刊的容量擴張為擴版之前的兩倍乃至四倍，而這並不是

CSSCI期刊或傳播期刊的特有現象。在一般期刊當中，由於收取版面

費等「尋租」活動的廣泛存在，這種結構壓力導致的擴版更為嚴重。

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

在國家主導的單位體制之下，對於學術自主性最大的鉗制來自政

治意識形態場域。在最微觀的層面上，這種影響體現為期刊內容的政

治正確性。由於外部審查機制（閱評與審讀）的存在，以及把關人對意

識形態的內化，在期刊編輯過程中廣泛存在理論宣傳、審查與「自我審

查」(self-censorship)實踐。吳飛 (2009b: 5–6) 即指出，對傳播研究「更多

的限制還不是國家政府的直接控制，而是新聞傳播學場形成的自我審

查的慣習（慣習的維繫力量主要來源於學術「大佬」和學術期刊的把關

者）在左右着學科的進步」。理論宣傳與自我審查實為一體兩面，指向

學術把關人因應政治或意識形態需要而對期刊內容作出的積極與消極

的調整。

在某種意義上，政治意識形態場域試圖將知識生產轉變為整體性

的「理論宣傳」，換言之，「理論宣傳是中國知識生產既有主導力量、又

有主導旋律、更有主流脉動的表徵」（任劍濤，2005: 112）。對學術期刊

而言，理論宣傳意味着主動或被動地在期刊內容中擁抱主流意識形態

導向與論述。近年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意識形態論述以及「三

貼近」等新聞政策出台之後，新聞傳播乃至一般的人文社科刊物上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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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大量的緊跟形勢、為政策鼓與呼並論證其正當性的文章。這在

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場域、期刊場域與學術場域中的研究者三

方共同造就的結果。國家意識形態機構通過社科基金課題指南的形式

鼓勵闡釋政策、尋求對策的智庫型研究，並通過具體的行政指令來確

定理論宣傳的大體方向與具體命題；對期刊而言，遇到特定事件或時

機，按照某位主編的講法，也要適當「跟一下形勢」； 最後，浸淫於意

識形態環境中的作者，為了獲得課題與發表機會，也可能形成積極響

應政治與意識形態需要的慣習（吳飛，2009b；潘忠黨，2008）。

理論宣傳既會圍繞一項長期的政策（比如和諧社會）展開，也可能

由某些具有意識形態重要性的事件引發。例如，2008年6月20日胡錦

濤視察《人民日報》報社並發表講話，中宣部隨後發出通知，要求新聞

宣傳戰綫把學習宣傳貫徹胡錦濤講話精神──特別是其中有關「輿論引

導」的論述──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通知中還要求引導新聞

理論工作者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聞理論與實踐

中的重大問題。在講話發表之後，多家新聞期刊發表文章或組織專題

討論。討論當中，不少文章包含了學術觀點的辨析，文章之間也存在

着相當大的內部差異，以致某些文章讀起來像官方文件，而少數文章

則試圖將官方的表態轉化為在學術表達上尋求突破的話語契機。1 但大

體而言，這些「應景之作」帶有濃重的理論宣傳色彩，表現在文章多數

由期刊約稿並由著名學者撰寫、主題先行設定並在大的框架下做有限

的發揮，文章往往立意於闡發官方文獻的重要理論意義、論證或至少

是認可官方在重大新聞事件中立場的「正當性」。

除了理論宣傳之外，學術期刊運用自我審查機制來確保政治正

確。這一機制貫穿了期刊的日常把關過程，但研究者發現，因為這個

原因被拒稿的文章比例實質上並不高。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我審查

過程並非始自學術期刊這一制度化的「過濾」渠道。在學術場域內長期

被規訓的學者，在選題時就會盡量避免觸碰政治敏感題目，進入到期

刊把關流程的政治錯誤已經是「漏網之魚」（12號受訪編輯）。

但即便如此，政治把關仍然是學術期刊編輯特別是主編需要特別

留心的方面。學術期刊的自我審查，既涵蓋論文選題在宏觀層面上的

「政治正確性」，也涉及論文中的具體論述或「提法」是否「恰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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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選題不能觸及被視為「禁忌」的理論概念或被當做「雷區」的研究領

域。在一次審讀工作的會議講話中，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石峰

(2004)曾提請審查者注意若干錯誤的理論命題，包括對西方民主、自

由、人權、私有化、多黨制、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的「鼓吹」，對黨的

歷史的「歪曲」，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方針政策、宣傳部門與新聞出

版管理制度的「攻擊」等。

在新聞傳播領域，理論禁忌通常由兩組命題衍生出來，一組是新

聞出版自由，另外一組則與西方民主政治理論或「普世價值」有關，與

之相對應的則是中國的傳媒體制與新聞政策。吳飛 (2009b)曾經列舉

部分不能研究的敏感話題，包括媒體的人民性、媒體作為社會公器、

公民的表達自由權、新聞傳播立法、敏感消息傳播的限制等。根據研

究者的田野調查，編輯的確會認定特定選題觸碰到了理論禁忌，並因

而拒稿：

（《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問題與表達自由》）這個稿子的觀點是開放

的，對我國的傳播體制改革應該有借鑒意義。但是現實的對信息

的嚴格控制，尤其是對新聞傳播界的控制，使得這個文章難以在

本刊發表。（14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在同一位主編提供的編輯意見中，兩篇論文因為討論到新聞法的

問題而被拒稿（其中一篇的編輯意見是：文章直接採用的「新聞立法的

使命」的標題涉及政治敏感問題，不能採用）。另外兩處則涉及到論文

選題與現行媒介政策的衝突，編輯因「獨立雜誌違反現行的傳媒政策」

和「自傳媒，不能提，當局不會容忍」而拒稿。此外，一家業界期刊的

編輯也因為某篇論文「對『社會公器』提法持贊同態度，並大加評述，這

同中央精神有悖」而拒稿（1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段落中被拒稿的文章，最終刊登在一家政治

學期刊上。換言之，對於何為政治正確、理論禁忌的邊界又該劃在什

麼地方，在不同領域、不同刊物乃至不同編輯之間，往往存在着不同

的判斷。意識形態部門對於何為「政治正確」，也並沒有清晰的指引。

而這種模糊性，反而可能是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在無法清晰探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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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所在的情況下，學術期刊把關人惟有依賴政治敏感力 (political 

sensibility)作出判斷。一般而言，這種判斷越是由擔負更大責任的主編

做出，越可能趨向於保守。另一方面，理論禁忌的邊界又會隨着大的

政治意識形態環境與小的媒介政策的變動而發生變化。在過去10年

間，某些舊有的理論禁忌──比如媒介產業化──已經被打破，但新

的禁忌可能會浮現出來。例如公共知識分子、媒介作為社會公器等觀

念，就曾因為與近年的「普世價值」爭論相關聯遭到中宣部批判，而變

成新的理論禁忌。

如果論文選題碰觸到編輯認定的理論禁忌，一般都會導向拒稿。

但在多數情況下，自我審查指向論文中的具體「提法」在意識形態層面

是否「恰當」。其導致的結果，往往是局部的删减或者修改，而不是整

體的拒稿。這些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的提法，涵蓋兩個基本類別：一是

對官方政策（如新聞管制）的批評，二是影射或提及敏感時事（人物或事

件）。比如下面這份編輯意見，

為了安全起見，不要直接引證李大同……你在學術會尚可以說，

但是變成公開發表的文字，還是要考慮如何說得讓人抓不到把

柄……不要過多引用現在比較敏感的人物的事例和言論，盡可能

不要涉及敏感的事件。（14號受訪編輯提供的編輯意見）

在這篇文章中，政治敏感的內容只是一位被整肅的資深媒體人及

其觀點，因此並不會導致論文被拒稿。面對具體論述帶來的政治不正

確問題，編輯往往是通過刪除敏感段落或弱化批評的尖銳性來處理。

例如，在另外一家期刊的稿件編輯階段，編輯直接將下面這些句子删

除：「因此有人戲稱廣電總局『不愛規章愛禁令』」；「路透社記者向全世

界發佈：中國兩個言辭大膽的博客『按摩乳』和『奶猪』被政府下令關

閉，這是中國控制整頓互聯網的新一輪行動」。2 另外，一位作者撰寫

的有關新聞專業主義的論文，其中論及1980年代的著名記者劉賓雁及

其專業實踐。文章獲得一家CSSCI期刊刊登，但涉及劉賓雁的段落被

整體删除，原因是劉賓雁曾經被開除黨籍，是不能夠在公開出版的文

章中提及的「敏感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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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漏洞與特殊主義實踐

在單位體制之下，從學術期刊專業實踐的角度考察知識生產的自

主性，不能僅僅着眼於場域外部的力量，還要關注場域內的各種利益

主體──包括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及處在學術場域不同位置上的作

者──如何運用非學術性的資源或權力來爭奪出版空間。其中一項值

得深入討論的非學術性因素，即作者的機構附屬與社會資本。在中國

學術出版的制度環境與文化之下，作者握有的社會資本以近乎制度化

的方式進入期刊的日常運作過程，遂演變成一種特殊主義實踐，並由

此削弱知識的正當性與學術把關的自主性。

論文作者運用社會資本獲得發表機會，在學術界被形象地稱呼為

「關係稿」或「人情稿」，而對此現象，學界也多有批判（陳韜文，2008；

杜駿飛，2008；吳飛，2009b）。這些批判傾向於將關係稿與學術腐敗

相聯繫，但須要強調的是，關係在期刊場域中的運作機制與工作分配

或私營企業經營等社會場景不同。一方面，期刊把關人與作者存在於

同一個學術場域當中，他們在其他層面的互動會對關係實踐產生影

響。另一方面，對期刊運轉而言，關係既意味着壓力、也意味着資

源。很多時候，期刊積極地培育適當規模的關係網絡以向知名學者約

稿、尋找評審或向特定機構尋求財政支持。因此，關係運作絕不單單

是一則簡單的「道德」命題，而是複雜的社會實踐，須要聯繫學術出版

的制度環境、把關過程以及社會網絡的特徵進行深入檢視。

單位體制之下的期刊場域存在諸多「制度漏洞」(institutional 

holes)，為關係網絡與社會資本的運作創造了種種空間與機會。首先，

期刊與主辦單位之間在財政與人事上的緊密聯繫，使得期刊有義務服

務於主辦單位的地方利益。期刊編輯由主辦單位內部招募，也令他們

深深嵌入到圍繞主辦單位形成的關係網絡之中，在日常把關實踐中面

臨巨大的人情壓力。其次，人文社科期刊多採納編輯主導的評審方

式，而非同行評審體制。在傳播領域，儘管有幾家期刊宣稱採納匿名

評審，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納入專家評審，編輯決策的主體仍

然是期刊編輯（杜駿飛，2008；吳飛，2009b；Li, 2011）。在這種審稿

機制下，評審權力高度集中，具體表現在：第一，絕大多數評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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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編輯做出；第二，在論文初審階段，普通編輯擁有排他性的權力，

特別是在拒稿方面；第三，在整個學術把關過程中，較之於普通編

輯，主編擁有更大的決斷權。期刊對於版面資源的壟斷以及把關過程

中評審權的集中，使得編輯一方面有能力給予特定作者以特殊對待，

另一方面也的確將他們暴露在關係網絡的影響之下。

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運行方式存在很大

差異，在學術出版當中，作者通過社會資本換取的「資源」不僅僅是發

表機會。關係的運作有可能加快非正式的信息流動，提高稿件在評審

與排期隊列中的優先性，或提高論文的發表機率，由此形成多層次的

特殊主義 (multi-layer particularism)。其一，由於期刊正式反饋渠道付

之闕如，關係網絡變成一種補償性的、高度選擇的溝通方式。作者通

過這一非正式渠道獲得評審結果與評審意見、編輯政策、編輯對於特

定主題的偏好等。其二，在期刊編輯過程中，對於論文的評審、排期

一般會依來稿順序進行，但關係資本則可以打破這一自然順序，縮短

論文的發表周期。

其三，通常為學界所詬病的「關係稿」其實指向關係實踐的第三個

層次，即社會網絡的運作對編輯決定產生實質性影響。關係可能在如

下幾個方面提高特定稿件的發表幾率：(1)編輯對稿件投以更多關注；

(2)編輯給出（更為詳盡的）評審意見或修改建議並請作者提交修改稿；

(3)稿件繞過特定的評審程序，比如免除初審，直接交由主編終審。由

於初審拒稿的比例非常高，免除初審大大提高了論文最初的刊登機

率；(4)某些稿件會不經評審即接受刊登。

在期刊場域以及學術場域內部，圍繞着學術期刊編輯、期刊機構

及其主辦單位，形成了一個由內向外、由中心向邊緣延展的複雜的社

會網絡，涵蓋各種個體與機構聯繫。處在網絡不同位置上的作者，運

用社會資本影響學術把關過程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由此導向不同的特

殊主義實踐。處在社會網絡核心的是期刊主辦單位，單位同事的私人

關係與機構集體利益共同造就了學術出版中的「單位效應」，即主辦單

位在附屬刊物上佔據優先或支配地位。肖燕雄等（肖燕雄、曹炎、楊

曦，2010）發現，新聞傳播領域的期刊—特別是學院派期刊—存

在非常明顯的「院內發文」現象。郭可等（郭可、張軍芳、潘霽，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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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種CSSCI期刊的內容分析也發現，期刊刊載主辦單位論文的比例

遠超其他機構。本研究對《國際新聞界》與《新聞大學》第一作者所在機

構的分析發現（表二），單位效應在兩份期刊都相當明顯，各有36.1%

與31.7%的樣本刊物的版面被所屬機構的作者佔據。更重要的是，兩

家機構的在另外一種刊物上的學術表現要顯著低於 (X
2
= 112.17, df = 2, 

p<.0001)在所屬刊物上的生產力。

表二：《新聞大學》與《國際新聞界》的第一作者機構附屬

第一作者所在機構 期刊（主辦單位）

 合計新聞大學（復旦大學） 國際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

復旦大學 36.1 %   1.7 % 20.9 %

中國人民大學   2.6 % 31.7 % 15.5 %

其他 
4

61.2 % 66.7 % 63.6 % 

論文篇數 227 180 407

X
2
 = 112.17, p< .0001 

儘管學院派期刊的主辦單位多是新聞研究重鎮，但「單位效應」却

並非完全取決於研究實力，而是組織化特殊主義實踐的產物。依據本

文的田野調查，單位效應主要是由以下幾種機制造成：第一，期刊對

機構作者設定發表配額；第二，機構作者可以跳過特定的評審程序；

第三，在個體層次，期刊編輯給予機構作者特殊對待或偏袒。其中的

第一種機制只針對機構作者，後兩種機制儘管也存在於其他關係運作

場合，但在機構內部更為普遍，對學術把關過程的影響也更為深廣。

所謂發表配額，是指期刊規定機構作者一年之內最多只能在所屬

期刊上發表一篇（季刊或雙月刊）或兩篇（月刊）論文。在研究者調查的

六家期刊中，至少四家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設定發表配額。這種做

法是期刊編輯部與主辦單位達成的某種妥協。一方面，配額可以被視

為期刊給予機構作者的優待，也在最低限度上滿足了主辦單位的發表

訴求與利益。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期刊免受過多的關係請託之累。儘

管發表配額為機構作者設定了上限，但在實際中總是存在討價還價的

空間，在機構內部擁有學術或行政權力的作者可能會打破這一配額。

與配額規定類似，將機構作者免除初審的做法，既是廣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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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制度化安排，也是期刊編輯應對人情壓力的「策略」。此外，機構作

者也可能越過編輯將論文提交給主編，由他們直接終審並插入到排期

隊列之中。短期來看，單位效應表現為期刊對機構作者的「過度呈

現」。長遠來看，單位效應會導致擁有期刊的學術機構的最初優勢不

斷累積、自我放大 (cumulative advantages) (Allison, Long & Krauze, 

1982)，強化區域主義與地方保護主義，進而再生產學術場域內的學

術霸權。

在主辦單位的門牆之外，更多作者謀求透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

學術把關施加影響。這些社會資本的內涵以及關係實踐的方式主要取

決於以下兩個分析性的維度：一是處在關係網一端的是普通編輯還是

主編，二是作者與編輯之間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聯繫。一般而言，與主

編之間的直接聯繫能夠帶來最大的社會資本，也能對期刊把關產生最

大的影響。不過，對於大量處在網絡邊緣位置的作者而言，與編輯之

間通過網絡橋樑 (network bridges)建立起來的間接聯繫顯得更為重要，

也值得深入討論。

在學術出版場域，主要的搭橋方式 (bridging activity)包括「推薦」與

名義上的「合作署名」，這兩類間接聯繫都可能對編輯形成較大的人情

壓力，並因而影響編輯決策。在前一種搭橋方式中，作為橋梁的推薦

人與稿件並無關聯，他們只是將文章推薦給編輯並請他們在把關時給

予特別對待。編輯的照顧，也純粹是出於對推薦人的尊重或「人情」。

但與此不同，名義上的署名則是一種更有力也更複雜的搭橋行為。一

位業界期刊主編講述的這則故事清晰展現出其間的運作邏輯：

一般來說有這些博導、著名的學者，如果有他掛名的，我們一般

都要發（表）。當然中間呢……他有時候掛上導師的名字以後，他

到快發的時候他說，我們導師說把他的名字去掉吧。我直接就跟

他說，如果把你導師（的名字）去掉，你的文章直接去掉……直接

撤稿。（4號受訪編輯）。

由此可見，名義上的合署者並非獨立於作者與編輯之外的「中間

人」，但也並不是真正的「合作者」，合署行為帶有非常強烈的工具性。

在面對此類投稿時，除了對於搭橋行為的評判，編輯同樣會考慮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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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聲譽與地位。合署者的「身份」（教授職稱或行政職務）既對期刊編

輯施加一定的人情壓力，也帶來了相應的「資源」，由此提高了搭橋策

略的有效性。

從組織化的單位效應，到對特定作者的偏袒，關係變成期刊場域

的類制度化特殊主義機制，參與分配編輯的注意力與稀缺的版面空

間。同時，圍繞各種個體與機構聯繫展開的關係實踐，無可避免地將

學術品質之外的因素帶入學術判斷之中，由此降低刊物的質量。關係

網絡對於學術把關過程的影響，也削弱了知識生產場域內專業判斷的

正當性。在這個意義上，關係變成學術場域內生的腐蝕性力量，既有

悖於科學精神與學術自主性，也阻礙了學術場域內逾越特定機構之上

的學術共同體的發育與成長。

結論與討論

本文借用布爾迪厄的有限文化生產場域概念，以傳播期刊為個

案，探討來自學術場域外部與內部的各種力量，如何影響期刊把關過

程，進而塑造傳播領域知識生產的面貌。本文發現，與布爾迪厄對當

代西方科學場域的分析不同，自主性並沒有成為在單位體制之下運轉

的中國期刊場域的主導邏輯。因此，本文在以下三個方面拓展了布爾

迪厄對於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第一，中國學術場域並未形成共同

體的觀念，對於自主性的威脅既來自場域外部的政治、經濟力量，也

來自場域內部的非學術性力量。第二，政治意識形態場域與經濟場域

等外部力量對於場域內行動者的影響並不需要轉譯過程，而是長驅直

入，這恰是因為場域缺乏「完全根據社會科學知識的規定性及增長邏輯

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制度」（鄧正來， 2000: 25）—例如期刊實踐中的同

行評審體制—充當防火牆。第三，學術場域內部充當外部力量「代言

者」或與體制「契合」的行動者，未必在場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在很多

時候，正是精英機構或「主流」學者在實施「符號暴力」。更重要的是，

場域內部的行動者不僅對外部力量作出反應，他們通過社會資本等非

學術性資源在期刊場域展開競爭，構成一種內生性的腐蝕力量。

上述諸種力量的互動，導致中國期刊場域呈現高度分化與低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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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格局。其分化邏輯沿着幾個方向展開。首先，刊號制度劃定了學

術期刊市場的邊界，區分合法期刊與非法期刊，進而導致場域的封閉

性。其次，期刊在組織附屬與專業運作上的「單位化」，形成地方割據

與「山頭主義」。場域內部的關係網絡，表面上逾越不同單位之上，但

實質上仍以「期刊機構」為核心並向外延展。再次，量化評鑑體制則導

致學術期刊場域的進一步分化，形成不同的等級。須要特別指出的

是，無論是中國期刊，還是海外期刊，自然都會分化為不同的層次，

但關鍵性的差異在於分化的機制。在自主性較高的學術期刊場域，期

刊的內部分化建立在「學術聲譽」的累積與認可之上。但在中國的期刊

場域中，儘管CSSCI等指標的建立也考慮到文獻計量學中的引用量與

影響因子等因素，期刊等級的建立更多取決於學術行政的考量。

在單位體制與編輯主導的評審體制之下，傳播期刊把關過程中折

射出來的學術自主性空間受到場域外部與內部力量的雙重擠壓。在場

域外部，學術期刊的把關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為了確保政治正

確，學術期刊會在積極的層面展開理論宣傳並在消極層面進行自我審

查。同時，單一的財政來源與單位體制的轉型，使得期刊亦受制於經

濟考量，部分更展開尋租活動建立補償網絡，導致學術生態的惡化。

在場域內部，學術把關的權力高度集中於機構編輯，期刊的專業運作

受到主辦單位機構利益及社會網絡的影響，導向各種特殊主義的實

踐。其結果是，權力、意識形態、金錢、機構附屬與社會網絡等等非

學術性因素，都可能以常規的、甚至是類制度化的方式進入到期刊的

編輯決策過程，由此侵蝕專業判斷的根基並降低學術知識的有效性。

期刊場域內外互動的主導邏輯正是依附性知識生產的邏輯：學術

把關依附於期刊編輯、期刊機構、主辦單位（主管單位）、國家，這種

縱向的依附性形塑了學術自主性的內外維度。5 在依附性知識生產中，

國家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任劍濤 (2005: 110)認為，國家「之構成為中

國知識生產機器的主導性力量，是因為『國家』在知識生產的結構中扮

演着知識生產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的角色。」

國家意志同樣貫穿於期刊場域的結構化與把關實踐當中。通過刊號與

單位制度，國家塑造了期刊場域的基本結構。國家主導的量化評鑑體

制，直接作用於學術生產場域，間接對期刊場域產生影響。在微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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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治意識形態場域又導向對期刊的審查、政治評價以及相應的理

論宣傳與自我審查。

國家意志之外，同樣須要強調的是依附性知識生產中的單位邏

輯。一方面，單位構成國家意志的延伸。期刊場域的「單位化」，導致

了經濟場域對於期刊運作的介入，同時亦勾勒出關係網絡影響期刊決

策的基本路徑。另一方面，期刊的依附性，又與研究者的知識生產依

附性相互呼應、彼此強化。以致於，無論是針對期刊尋租、關係運

作、學術把關中的資源壟斷，還是量化評鑑體制，學術界都無力抑或

不願進行系統的反思與抵抗，在在顯現出學術共同體的脆弱與失語。

因此，對於傳播領域以及其他人文社科學科而言，如何相對於場域外

部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權力乃至市場力量、相對於場域內部的單位利益

（山頭主義）、學術行政與學術霸權，建立學術產品的同行評鑑體制、

培育學術共同體、拓展自主性空間，顯得尤為緊迫。

近年來，在依附性知識生產的基本格局之上，期刊場域也出現某

些轉型的契機。一是同行評審機制的局部引入。新聞傳播領域的部分

期刊，已經開始引入匿名評審機制。儘管在很多期刊，編輯部之外的

專家評審並不是非常深入徹底，機構編輯的權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

以保持，但期刊運作畢竟不再完全封閉，而具有了一定的開放性 (Li, 

2011)。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小範圍的試驗擴展為學術期刊把關的通

則？同時，如何逾越期刊機構的門牆，讓共同體成員更積極地參與到

學術把關過程，由此提高學術期刊的公共品質？

二是國際化的積極影響。如前所述，國際化的趨勢（突出表現在

SSCI的優勢地位）彰顯了國家意志，但這一進程也可能對期刊場域產生

積極影響。國際化令為數眾多的海外華人學者進入中國的學術生產場

域。同時，中國內地學者在英文期刊及台灣、香港期刊的發表與評審

經驗，構成國內知識生產的重要參照與示範。須要強調的是，所謂「國

際化」，不應眼光只向着歐美、局限於「西方─中國」的兩造敍事，而可

以變成「歐美─亞洲─台灣香港─大陸」的多層次參照階梯，由此拓展

對於國際化的想像空間。同時，英美學術期刊多由專業學會或出版機

構創辦與主持，而港台期刊則多為機構刊物，這亦可為單位制度下的

中國期刊提供有益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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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比如對於胡錦濤在《人民日報》報社的講話，展江 (2008)解讀為「審慎而積
極地調整國家─媒體關係」，陳力丹 (2008)則強調講話中的「按照新聞傳播
規律辦事」等。

2. 田野筆記，2008年6月12日。
3. 作者與該文作者及該刊編輯的私下交流。
4. 其中發文數量佔據第二位（僅次於主辦單位）的機構，發表文章佔樣本的

比例均不超過5%。
5. 本文使用的依附性知識生產概念以及相關討論，受到陳韜文教授的啓發，

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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